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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召开学术会议，就某一问题进行专门的学术讨论，古已有之。佛教是一个强调理论的宗教，佛学的

研究往往伴随着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需要进行讨论，由此产生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从古代的文献记载

来看，有关佛学的学术讨论会召开过很多次。据说公元 67 年，汉明帝夜梦“神人”，第二天早上召集群

臣开会，讨论这位“神人”的来历，大臣傅毅勇敢地站出来回答：“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

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神道也。”（注：《牟子理惑论》二十章。）他指出这位“神人”是佛，促

使明帝下决心派人西去求法，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如果这件事情是实，那么佛教的学术问题讨论会将以

此开始。由是说明佛教的传入是在召开学术问题讨论后才决定的，这对佛学本身而言，又有了一个重大

的意义。 

佛教传入后，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无外乎这样两种基本模式：一是

由官方出面召集僧人和学者共同讨论或争论某一问题：例如南北朝时期梁天监六年（507）武帝出面召集

学者和王公朝贵 64 人召开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会议，发表的论文达 75 篇，主题是讨论佛教因果报应

的理论问题，这些论文有的被收到《弘明集》里；二是由寺庙出面召集参会者讨论问题：例如东晋沙门

竺法汰为破道恒的心无义，“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难之。引经据典，析驳纷纭”，（注：梁慧皎撰、

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义解二》第 192－193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 10 月版。）两人争论一

天，没有结果。第二天慧远设难，批倒道恒，“心无之义，于此而息。”（注：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



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义解二》第 193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 10 月版。）这二种基本模式，二千年来没

有改变，至今仍然沿袭下来。今天又衍生出另外三种模式：即由学术界出面召开学术会议的模式；民间

有钱的人和单位以及寺院出钱资助召开学术会议的模式；一些国外的团体拿钱资助中国的学术活动，召

开一些双向交流的佛教学术国际会议模式，所以在当代中国一共有五种会议模式。 

  

二二二二、、、、回眸二十世纪初回眸二十世纪初回眸二十世纪初回眸二十世纪初 

  

在 20 世纪上半叶，据笔者所见，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还没有详细的统计资料。当时佛学的研究和出

版是繁荣的，学术争论的激烈程度也超过了世纪末，如果能够称上学术会的，据笔者所见，只有 1931 年

在北京华北居士林举办的第一次僧众佛学观摩会，这是一次集柏林寺教理研究院、锡兰留学团、弘慈佛

教院、弥勒佛学校四校优秀学生，举行讲演作文比赛的大会（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86 册第 204

页。台北大乘出版社，1978 年版。）。这里的“讲演作文”可能就是宣讲论文，然后对之进行评判。至

于其它的佛教学术会议，笔者寡闻，还未得见。 

民国时期学术会议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学术活动都是处于分散的状态，学术界虽然有像支

那内学院这样的居士佛教和佛学研究团体，以及各种佛学院和学佛团体，但这些团体对诸如讲经的事业

很感兴趣，聘请有名的法师讲经的记录不断，作学术讲演的活动，则不多矣。更谈不上召开学术讨论会。

其二，在任何时代，学者是要受得清贫和坐冷板凳，像支那内学院这样有名气的佛学团体，也会经常碰

到经费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开讨论会则是一件奢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三，佛教在民国时期，并

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佛学研究也是一些个人的行为，佛教界的地位更是很低的。佛教在官方只是被看

作是一种私人的行为，并且时时受到政府的压制和限制，政教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发生厉害冲突，佛教界

经常到政府请愿，或者向全国通电，以求援手支持。所以由政府来举办佛教学术会议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四，就佛教界而言，也许举办一个比较得体的佛学会议并非不可能，但是由于从事学问研究的僧人是



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经济实力的僧伽也对此不感兴趣，而且佛教界内部散沙一盘，加上整个社会一

直处在内乱外辱的大环境下，学术活动更不被重视，僧伽不投入也是自然的事情。总而言之，本世纪上

半叶没有召开佛教学术会议的大环境。 

  

三三三三、、、、新时期巨变新时期巨变新时期巨变新时期巨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 1978 年以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研究佛学的人很少，虽然有隶属于中国

佛教协会领导的金陵刻经处和三时学会这样的佛教研究团体，但是同样也没有召开学术会议的气氛，仅

是编辑一些书籍而已。1964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当时正处于“文革”

的前夕，还没有展开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所以从整个大环境上看，也就谈不上什么召开佛学学术会议

的事情。直到 1978 年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党和政府重新落实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学术

界实现了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方针，佛教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亮点，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意。

从 1980 年 9 月在西安举行的“佛教学术讨论会”至今，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已成功地举办了全国性

的各种佛学会议达 73 次。除了国内召开专题学术会议外，还与其它国家召开了双边会议。佛学会议的召

开，既给学者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切蹉，交流的空间，同时也促进了各地的人才培养，深化了一些专题

研究，其效果是显明的。（注：关于国内佛学会议的情况，请参见拙文《近年来我国佛教学术会议活动

的综述》，载《宗教》1993 年第一期。1993 年以后的会议，请参见《世界宗教研究》、《佛学研究》刊

出的各种会议报道。由于文章太多，恕不一一举名。）下面将 20 世纪我国大陆地区召开的一些重要的佛

教学术会议做简单的回顾。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学术会议不包括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召开的佛

学会议，由于条件和资料的限制，笔者未取得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只能以后在条件具备时再给予弥补。

另外，由于国内的佛学热的影响，一些地方举办的小型或者办的佛教学术会议未被笔者所知，故肯定会

有遗漏之处，希望知道这方面消息的人给予补充，以成全璧。 



 

1980 年： 

9 月 17 日，由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联合在古都西安

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32 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 26 篇。会议成果收入在《中

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982 年： 

10 月 26 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大足召开，50 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10 余篇。论文

收入《大足石刻通讯》。 

11 月 23 日至 27 日，“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在高原名城昆明召开。20 多位研究、教学人

员参加了会议。 

1984 年： 

8 月 27 日至 3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京召开“国际佛教艺术专家咨询会议”，

30 余人与会。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还举办了“中国佛教艺术图片”小型展览会。 

1985 年： 

4月 11日至 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阳龙门文物保管所在洛阳联合举办了“魏

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近 7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近 30 篇。会议论文以 1985

年《中原文物》特刊的形式发表。 

11 月 9 日至 10 日，日本《中外日报》社为纪念创刊 90 周年，在日本京都举行“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

议”，中心议题是“中日两国佛教的特点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双方各出 5 名正式代表。日本学

者赞为“历史的盛会”。 

1986 年： 

4 月 17 日至 21 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次年会在大足举行，参会者 100 余人，收到论文 33 篇。

会议论文大多选载在《大足石刻通讯》第二、三期上。 



9 月 3 日至 10 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这是由中国佛教协

会与日本佛教大学共同举办的。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国方面有藏汉佛教徒学者 7 人与

会。 

11 月 3 日至 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小组共

同在西安举办了“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近 6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 33 篇。会议论文最后收集

在《隋唐佛教会议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1990 年）。 

1987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佛教和中日两国的

文化”，日本和国内北京、上海、江苏、安徽、陕西和山西的部分佛教研究者出席了会议。已经召开的两

次会议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1989 年出版，书名为《中日佛教研究》。 

1988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全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在江苏省常熟市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

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常熟市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 11 省市 30 个单位的代表 53 名（其中列席代

表 8 名）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25 篇。会议大部分论文收入在《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8 年）一书中。 

10 月 6 日到 8 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主题是“中国佛教

之研究”。中日两国佛教学者和佛教界人士 100 多人出席了会议，有 10 名学者宣读了论文摘要。会议的论

文摘要载《法音·学术版》第 2 期。 

1989 年： 

3 月 27 日至 31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日本驹泽大学共同在京召开“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主题是

“中日禅宗研究”。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11 月 20 日至 22 日，“第三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东京举行。会议的所有论文登载在《世界宗教研

究》1990 年第 2 期上。 

12月 2日，四川省乐山市史学会和乐山大佛乌尤文管局在乐山市召开了“大佛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

有 35 人参加了会议，送交论文 18 篇。会议论文收在 1990 年《乐山师专学报》社科版第 1 期上。 

1990 年： 

7 月 24 日至 28 日，“首届五台山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中日双方共 60 余人参

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29 篇。会议主题是“探讨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奥秘”。会议的论文集未出版。 

9 月 2 日至 4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了“西域佛教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暨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

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佛教协会、长安佛教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佛教协会等 9 单位联合

召开的。4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 30 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9 月 9 日至 13 日，陕西省社科联与法门寺博物馆在法门寺召开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

会”，来自中、日、法、美等国共 100 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 60 多篇。会后成立了“法门寺文化

研究会”，出版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0月23日到24日，“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主题是“中日净土教之研究”。

会议论文刊登在 1990 年的《佛教文化》上。 

1991 年： 

9 月 20 日至 21 日和 11 月 26日至 28 日，南京艺术学院等佛教考古艺术界人士和日本龙谷大学的学者，

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召开了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为主题的中日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达 80 余人，提

交论文 30 多篇。会议论文分期刊载在《东南文化》上。 



10 月 14 日至 16 日，“中日第四次佛教学术会议”于北京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佛教研究者近 100 人

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 11 篇。会议的主题是“十至十四世纪中日佛教”。会议论文刊登在《世界宗教研究》

1992 年第 2 期上。 

1992 年： 

5 月 10 日到 13 日，“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会议”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国内

各地的代表约 60 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22 篇。会议论文集以 1993 年《人文》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 

7 月 12 日到 18 日，山西大学在太原召开了“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

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及大陆、港台地区的代表 60 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 46 篇，会议论文集由人民

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出版。书名为《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 

10 月 6 日到 10 日，“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峨眉山举行，参会代表共 120 余人，

收到论文 64 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11 月 5 日到 9 日，由重庆市文化局和大足石刻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的第三届大足石

刻研究会年会在四川大足举行。100 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资料 36 篇。会议论文收入《四川石窟艺

术研究会暨重庆大足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专集——大足石刻研究会文选》。 

11月 9日至 11日，“第四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主题“中国佛教的传统与创造”。

会议论文刊登在《佛学研究》第三期上。 

1993 年： 

6 月 3 日至 6 日，由浙江台州地区文化局、天台县人民政府、天台山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

于天台县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天台山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及其影响”。近 80 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论

文 53 篇。会议论文刊于《东南文化》1994 年增刊上。 



9 月 25 日至 27 日，“圆瑛佛学思想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上海

分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起，参会学者 50 余人，收到论文 37 篇，

收入《圆瑛大师圆寂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中。 

11 月 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佛教文化景点发展

现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1 月 23 日至 29 日，“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中日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举行。会议

集中讨论了“中国南方早期佛像性质和年代分期”、“中国南北方早期佛教和佛像的区别”、“中国南方

早期佛像的起源及传播途径”。 

1994 年： 

4 月 16 日至 22 日，中国玄奘国际讨论会在河南偃师与西安两地举行。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南

亚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陕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代表 80 余人，外国代表 23 人与会，收到

论文 60 余篇。会议论文《玄奘研究文集》于 1995 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 月 8 日至 9 月 12 日，纪念鸠摩罗什诞生 165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新疆克孜尔石窟举行，主题是“鸠

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中外学者共 140 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38 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11 月 2 日至 15 日，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禅学研究》编辑部、湖北

大学、湖北省佛教协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黄梅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禅宗

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北黄梅县召开。参会代表 100 余人，收到论文 70 余篇。论文集《东山法门与

禅宗》由武汉出版社于 1996 年出版。 

12 月 14 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局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静安

古寺共同举办的“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在静安寺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僧俗两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

1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1995 年： 



3 月 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和法门寺博物馆发起，邀请首都学术界、佛教界专家学者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

学术讨论会”，会上由学者介绍了有关唐密曼荼罗的研究情况。 

9 月 4 日至 6 日，在河南嵩山脚下的登封市内举行了“少林寺与禅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韩国、日

本和国内佛教僧俗二界及学术界人士近百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含论文提要）共 70 余篇。论文集

《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 15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 1996 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9 月 7 日至 10 日，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举行。全国各地的学者 120 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

论文 43 篇，会议修订通过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章程》。 

10 月 7 日至 8 日，中日第六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佛教与儒、道二教

的关系”。会议论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二期上。 

11 月 9 日至 11 日，“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两岸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现代管理中心召开。这次会

议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和台湾佛光山大学筹备处联合举行的。收到论文 23 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11 月 13 日，“应慈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在上海沉香阁召开。15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上海市佛

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沉香阁、上海市宗教事务局研究室、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

学院宗教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百家出版社出版了《应慈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书。 

10 月 31 日（农历 9月 20 日），弘一大师诞辰 115 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鲤城宾馆大礼堂

举行。会议由泉州市佛教协会和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二百余人出席了会

议。收到论文 69 篇。 

12 月 18 日，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的佛学研究专家和学者任继愈、

郭朋、方立天、巫白慧等 60 余人出席了仪式。任继愈先生主持了颁奖仪式。获奖者黄心川先生的论文发表

于 1986 年西安隋唐佛教讨论会上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隋唐

佛教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一文。此为目前中国大陆佛学界唯一荣获的国外的学术奖。 



1996 年： 

4 月 8 日至 9 日，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办的。

有关情况刊于《藏外佛教文献》第 2 辑。 

8 月 20 日至 25 日，“首届中原宗教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举行。会议由河南省宗教文化

研究会主办的，主题是“佛教与二十一世纪”。参会代表共 5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近 30 篇。

1997 年河南宗教文化研究会出版了论文集。 

8 月 30 日至 9 月 4 日，“大乘与东亚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和西安两地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中心与日本学术界共同组办。会议采取了在北京和西安两地接站举

办的方式。第一站于 8 月 30 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哲学”。第二站于 9

月 3 日至 4 日在西安陕西社会科学院举行，主题是“长安佛教与日本”。 

10 月 22 日至 23 日，第六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北京新万寿宾馆举行，主题是“中外佛教交流”。

中外学者近 100 人参加了会议。发表论文 10 余篇，刊于《佛学研究》1996 年刊上。 

11 月 12 日至 15 日，“石头希迁与曹洞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62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收到论文 36 篇。这次会议是由湖南省佛教协会、南岳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湖南佛教文化研究

会共同发起的。论文集于 1997 年由岳麓出版社出版。 

11 月 12 日至 16 日，“释指空暨云南楚雄州发展旅游业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这是由云南省

武定县政府、狮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和云南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云南、四川、江苏、河南、山东等

地的专家学者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 16 篇，主要发表在《云南宗教研究》上。 

1997 年： 

1 月 3 日至 8 日，由澳门大学、澳门佛教出版委员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和广东历史学会等单位组

办的“惠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先后在澳门、肇庆市、新兴县三地举行。50 余位学者出席了会

议。收到论文 40 余篇。会议论文集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出版。 



3 月 5 日至 8 日，由中国宗教协会主办、无锡市中诚广告公司协办的“佛教文化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

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马山举行。一批佛学界、文博界、美术界、企业家等约 60 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

论文 31 篇。论文集现未出版。 

5 月 14 日至 16 日“金陵刻经处创办 13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举办。主题是“金陵刻

经处与当代佛教”。50 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38 篇。论文集未出版。 

5 月 16 日至 20 日，由四川乐山市大佛节宗教部主办的“巴蜀暨名山文化讨论会”在乐山市举行，参

加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四川佛学界人士，会议收到论文近 20 篇。 

8 月 9 日至 12 日，“指空在中国、韩国传播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于云南昆明举行，会议由云南社会

科学院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等单位主办，参会代表 40 余人。 

9 月 16 日至 1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天台县人民政府和天台山文化研究会联合发起

的“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天台县举行，80 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题是“天台宗与东

亚文化”，收到论文 51 篇。会议论文集刊登在《东南文化》1997 年增刊上。 

11 月 23 日，由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佛教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佛教天台宗文化研究座谈

会”于当阳市玉泉山庄举行。主题是“论述智者大师天台宗思想、理论在玉泉寺的形成”。近 40 人出席了

会议，会议收到论文 18 篇。 

12 月 5 日至 9 日，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文化书院共同发起举办的“佛教文

化与现代社会，97 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50 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

25 篇。 

1998 年： 

9 月 6 日至 7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主办、法鼓大学协

办的“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共 7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

议主题是“佛教与东方文化”，收到论文 30 篇。论文最后发表在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学报》上。 



10 月 21 日至 22 日由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主办、无锡祥符禅寺承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

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灵山大佛脚下隆重举行，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提

要 76 篇，实收论文 54 篇。论文集未出版。 

11 月 19 日至 23 日，“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

有 300 余人，会议收到论文 168 篇，以法门寺历史和法门寺佛教为探讨重点。会议论文集由陕西人民出版

社于 2000 年出版。 

12 月 23 日至 24 日“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在广州市举行。此次会议是由广东省佛教协会举办的。共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近 30 篇。论文集未出版。 

1999 年： 

3 月 22 日至 25 日，由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大学东亚佛教中心和陕西铜川

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在陕西铜川市举行，共 137 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

文 66 篇。会议论文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2000 年出版。 

8 月 26 日至 31 日，“中国佛教与五台山讨论会”在山西五台山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文

化中心和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参会代表 30 余人。收到论文 16 篇。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温特莱宾馆举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界

代表共 10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中日双方代表各宣读了 5篇论文，主题是“21 世纪佛教学”。会议论文

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0 年第 3 期。 

2000 年： 

3 月 6 日至 7 日，“佛教教育研讨会”在苏州西园寺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佛教教育工作的法

师和关心佛教教育的专家学者 4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法师、学者分五场次作了专题发言，共同商讨 21 世

纪佛教教育的发展方略，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展望和建议。由一座寺院举办全国性佛教教育学术研讨会，

这在大陆还是第一次。 



4 月 25 日至 26 日，“佛教艺术讨论会”在辽宁鞍山市玉佛苑举行，来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的学者近 30 人出席了会议。鞍山市政府、政协、宗教局、佛教协会等领导与有

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围绕东北佛教与玉佛苑及玉佛的佛教艺术特点作了深入地讨论。鞍山信托公司

主办了这次会议。 

5 月 24 日至 28 日，“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光山县召开，这是由河南省宗教文化

研究会、武汉大学哲学系、河南光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来自北京、武汉、天津、甘肃、陕西、河南

等地及日本国内外 16 年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 120 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 40 余篇。会议代表围

绕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的关系和开发宗教文化、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6 月 7 日至 8 日，“2000 首届中国弥勒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奉化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

地的僧俗两界的代表共 50 人出席了会议，收到学术论文 20 篇。会议是由奉化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代表们围绕弥勒佛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 

9 月 18 日至 20 日，“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和

上海市佛教协会共同主办，上海玉佛禅寺承办。来自北京、上海、重庆、黑龙江等 23 个省市、自治区佛教

协会的主要领导及学术界近百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 47 篇。会议宗旨是深刻领会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宗教

问题的“三句话”的指示精神，总结多年来佛教界在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方面的实践努力和理论

探索，更好地为即将来到的 21 世纪指明方向。 

10 月 21 日至 23 日，“首届禅宗祖庭文化网络研讨会”在湖北省禅宗发源地黄梅县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学术界、佛教界和湖北省及黄梅县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53 篇。会议

由黄梅四祖寺单独举办的，主题是“四祖寺与禅宗”。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5 日，由杭州师范学院“弘一法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发起举办的“纪念弘一大师

诞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出席会议的海内外学者共 50 余人，提交论文 19 篇。参会代



表围绕弘一法师在俗时期以及出家之后的艺术活动进行了热烈的发言和讨论，会议论文集以《弘一大师艺

术论》为书名结集，由泠印社出版。 

10 月 27 日至 28 日，“第八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北京中国佛学院举行。会议由中国佛教文化

研究所和日本佛教大学共同主办，主题是中国净土教之研究。中日参会代表各提交 5 篇论文。在京的佛教

学者数十人与会。这次会议是 20 世纪中日两国学术界和佛教界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议交流，学术气氛浓厚，

发言提问者踊跃，高潮迭起，特别是佛学院的学生表现不俗。 

11 月 7 日至 10 日，“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暨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十周年、大足

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周年庆典”，在重庆市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文博界、学

术界人士 190 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72 篇。会上修改通过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章程》，推举宋朗

秋、郭相颖、陈明光为名誉会长，聘请郭朋、黄心川、马世长、胡昭羲等 16 位专家为顾问。评选出获奖论

文著作 20 部（篇），《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本》获省部级一等奖。《大足石刻铭文录》

被授予“特别奖”和“特殊奖”。 

11 月 16 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与《贤者新宴》编辑部联合举办了“西夏佛教在藏汉佛教

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讨论会。在京的学者 20 余人出席会议。学者们就西夏的藏传佛教、西夏佛教艺

术与藏传佛教艺术、元代佛教艺术的关系，西夏后裔的分布等专题展开了讨论。会议相关文章将发表在《贤

者新宴》第三辑上。 

11 月 21 日至 23 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陕西佛教协会协办，陕西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与西安大慈

恩寺承办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与会代表 54 人，收到论文 38 篇。代表们共

同回顾、总结玄奘精神和西部文化，认为玄奘精神可归纳为高尚的人格、坚定的信念、诚挚的爱国情怀、

执著的献身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西部文化是古往今来我国和西部人民所创造的所有精神文化和物质文

化的总和。这是 20 世纪在中国大地上举行的最后一次佛教学术会议。 

四四四四、、、、功不可没功不可没功不可没功不可没 



  

上述统计表明，近 20 年间，我国大陆一共召开了至少有 73 次以上有关专题佛教学术会议，平均每年

召开 3．6 次，最少的年份是 1次／年，最多的年份是 11 次／年。此外，一些有关中国史、藏学、傣学、

艺术、气功等各种国际国内会议，佛教也是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取得这样的丰硕成果，首先与党

和政府的改革开放、百家争鸣、解放思想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也是这一政策指导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如

果没有大的良好环境，我们根本不可能召开这样会议，所以学术环境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佛教已经突破

禁区，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其次，佛教学术会议的主题丰富，内容广泛，既有专题断代史主题，又有地区性主题，还有宗派主题。

特别是以佛教文化为题的会议日益增多，说明学术界已经接受了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还兼有文化形态之

特征的观点，反映了国内文化思潮的发展。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对政府也有影响。 

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各地佛教研究的蓬勃发展，例如五台山、乐山、法门寺、峨眉山等地的佛教学

术会议召开后，使当地的佛教研究进一步深入，会议所发表的论文集，论述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种种形态，

实为一部地方佛教史志，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作为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在召开了佛教学术会议后，

长安佛教的课题开始上马，成立了长安佛教中心，陕西社科院一批从事历史、考古的研究人员转为研究佛

教，短短的几年内就撰写了一批长安寺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魏晋

南北朝卷和隋唐卷曾分别在 1985 年洛阳会议和 1986 年的西安会议上征求了参会代表的意见，对该书的写

作有过很大的帮助。而且每次随着学术会议的召开，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壮大了学术界

的队伍。可以这样说：每一次佛教学术会议，都是对我国佛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为未来的佛学研究

和佛教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国内各团体和单位间的联系，沟通了海峡两岸的学术友好来往，促

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过去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工作联系不多，双方对佛教的看法存在着一些分歧或不同

认识，通过学术会议交流，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在很多地方取得了共识和谅解。特别是



双方共同举办学术会议，表明了双方对佛教学术问题关心，其意义已经超过了会议的本身，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1988 年国内首次由教界和学界在江苏常熟兴福寺举办的“印度哲学宗教与中国佛教”讨论会，开

创了两界之间的合作关系，此后这种关系得到了良好的发展。1998 年在无锡召开的“回顾与展望——纪念

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自始至终地充满了“团结、祥和、热烈”的气氛，各界代表发言踊

跃，涉及内容广泛，中心突出，有思想，有深度，表现出良好的学术功底。与会的僧人代表达 16 位。会议

期间不仅学者积极提问，僧人应答，而且僧人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学者对话，表明了佛教界人才济

济，充满生机，他们的不俗表现得到了学术界的称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会议闭幕式上总结

说：“此次会议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学界和教界关系融洽，讨论的问题接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二千年

的中国佛教，共同探讨佛教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佛教界年轻一代僧才在成长，他们

所发表的论文很有深度，所持的观点稳妥而积极，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令人欣慰。特别是我们在探讨

佛教当前自身建设方面，大家所持的观点都是具有非常积极进取的精神，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坚持传

统，以使佛陀的教法薪火相传。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感到佛教事业发达有望。” 

第四，召开佛学会议的资金分配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伊始，佛学会议主要由学术界来承

办，会议资金由国家拨款。以后由于拨款减少，学术会议改为通常由几个单位共同出资主办，最多时有近

10 个单位来共同主办，进入 90 年代以后，许多学术会议通常只由一个地方或单位来承办，资金已不是影

响开会的大问题了。特别是近年来佛教界在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方面表现明显，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会议资金，

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一方面佛教界对学术文化的关心增加了；另一方面，佛教界的资金也充足了，与过去

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第五、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和台湾、香港的佛教学术交流，一直处于隔绝的状态。三地学者只能

通过已出版的著述和刊物了解对方的佛教研究情况，无缘面对面地交流学术问题。1989 年“第三次中日佛

教学术会议”召开，台湾学者首次与会，打开了两岸佛学交流的大门，此后佛教学术交流已经成为海峡两



岸学者的经常性工作。台湾学者出席大陆佛教学术会议，并参加大陆的学术代表团到海外与会，不仅促进

了两岸的学术繁荣，而且对祖国统一的千年大计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外佛教文化学术会议交流，早期主要是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之间展开的。1980年西安召开的“中

国佛教讨论会”，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率团与中国学者座谈，开始了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到 1984 年，

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召开，两国间的国际会议启动。基于共同的大乘佛教文化的维系和大乘佛教文

化圈的存在，两国的佛教学术会议，双方所派出的正式代表都是两国学有专长的一流学者，代表了最高的

水平。尽管现今中日两国在学术研究方法论和一些学术问题上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和差距，但是有益的学

术交流，达到了双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是在中韩建交以后全面开展的。

但是两国佛学界还没有召开过专门的佛学会议，目前仅仅是停留在韩国学者到中国参加由中国举行的会议，

或者中国学者到韩国参加韩国举行的佛学会议。但通过学术会议的交流，中日韩几方的学术差距明显减少，

佛教学者之间的了解日益加深，学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同时，欧美地区的佛教

学者参加大陆举行的佛教学术会议，扩大了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20 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佛学研究最终走上了一条光

明大道。佛学研究在中国决不是摆设，它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中国学者有能力，也有实力来发扬光大中国

佛教学术，仅从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中国学术界和佛教界对佛教的关心程度，它不

仅是中国学者的聚会，也是中国学术界与国外的同行进行接触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所以当我们在回顾 20

世纪的佛学研究时，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是功不可没的，它对我国的佛教学术研究曾经起到过历史性的贡

献！ 

（本文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 02 期，第 123～134 页） 

 


